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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的心像 

 

游静访谈 

 

8 月 31 号 

 

 

问：上次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些交流。我对香港独立电影与香港社会的关系很感

兴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电影的？能否说一下早期的经历？ 

 

游：我從小就想念电影，在 80 年代考進香港大学。香港大学没有电影专业，

英文及比较文学算是比較接近。香港不少电影人都是這個系畢業的。從文学理

论学习看电影，写影评。其实我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投稿了。不久在多份报纸杂

志都有专栏。大学写影评写很多。大学一毕业我在一个杂志，叫《电影双周刊

》，做编辑。后来我去了美国，去念戏剧，念不成，就是玩，然后，《电影双

周刊》叫我回香港，做总编辑。我非常年轻就做总编辑，只好一面做一面恶补 

。 

     在电影杂志做了不久，觉得自己很不足，就想出国继续学习。在 1990 年

去纽约。 

 

问：我看过你的资料，说你 80 年代发表过很多东西。我看过梁文道的读书节

目里，说他在 80 年代受到过你的影响。这是什么过程？ 

 

游：80 年代我在做编辑的时候，他还在读书。那时候我把《电影双周刊》的一

部分，编成文化杂志，叫“阅读都市”。 

 

问：不仅仅是电影。 

 

游：对。不仅仅是电影。那时候有一些现在蠻有名的作家都替《电影双周刊》

写，像葉輝、黄碧云等，又同时邀来一些当时颇受边緣化的社會運動工作者如

莫昭如、阮志雄及同志運動工作者如小明雄等來寫专栏。 

 

问：有人说，你的写作在 80 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香港文化的一些方

向，影响了读者对于香港文化的认知，我想问这个过程具体是怎样的？ 

 

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刚才说我在香港做电影杂志，不仅仅是做一些

纯粹电影类的东西，而且也涉猎到其它的文化范畴，比如戏剧、音乐、文学、

社會運動。那个时候等于是开拓了一个比较难得的空间，这个空间对不同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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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形式看成是可以互相指涉的文类，而不是说电影就是电影，表演艺术就是表

演艺术，社會運動就是社會運動。那时候这个杂志不但包容不同领域的评论，

让不同的文类彼此可以看到对方，更让作者有足够的空间，觉得你不仅仅可以

写一样东西，從一个文类出发，也可評論社會。如果一个影评人去评论音乐会

是怎么样？那时候提供了一个平台，鼓勵文化评论的出现。这当然也与我学习

的比较文学，也与我从小看书看的很杂有关系。那时候的一些文藝青年，大概

有受到我们所开拓的空间的啟發吧。 

 

问：这是一个学科交叉的风格。 

 

游：另外刚好 80 年代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年代。可是也同时是一个在思考香港

的文化身份、政治身份的年代。香港 66、67 年有反英的左派运动、也有青年反

殖與工人运动，但都被打压得很厉害。一九七一年，香港二十一歲以下的人口

，佔總人口一半之上。70 年代政府推出一系列的房屋、教育、福利政策、文娱

中心、廉政公署等，主要用来安抚年轻人，分散注意力，要人不要对政府有太

大的愤懣，加強殖民統治的認受性。80 年代普遍民眾被所謂经济起飞收编，但

又有了中英谈判，对未来出現焦慮。 

 

     80 年代我开始读大学的时候，不少香港人开始思考身份问题。我 80 年代

中开始去国内旅游，那时候还是小朋友，自己背着一个包，看到一个刚开放的

中国，和香港文化存在巨大的距离。那时候你就知道，不管怎么样，你都不会

被认为是一个正宗的中国人。但又不能有条件享受相对自主的台湾人。香港文

化的混杂性好处是包容，看来很西方化，但也可以看到台湾的，中国的，但香

港究竟在哪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构成？这种思考就连接到对我们自己文

化格局的分析。比方说我对电影、文学、表演艺术、音乐都感兴趣。当我写好

像比较单纯的评论的时候，我会写到关于身份政治的，社会性的东西。好像从

文本出发，但是有对于周围广大的社会的关注。这也是受那个时代的氛圍影响

。 

 

王：你刚才说到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应该是与对 97 年回归的一个预期有关

。当要改变自己的身份的时候，转过来思考自己的所在的位置，这可能促成了

文化分析的一个方向。就是不仅仅在文本内部去分析一个事情，而是看到一个

文本的与社会的更广阔的联系。这一点，我不知道与大陆的文化研究是不是一

样。在大陆 90 年代初一些学者进行文化研究的时候，开始时是不自觉的，或

者说是并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文化研究这个事情。后来引进西方的一些知

识后，才发现这在西方叫做文化研究。所以才开始引进一些西方的文化研究的

方法。我不知道你们的文化分析，是先有学习的？与英国的文化批评有没有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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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你可以讲多一点，你为什么说大陆是不自觉的呢？ 

 

王：也许应该这么说，最早对于西方这种专有名词，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这

个概念的。后来发现自己的研究可以归纳到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这个领域

当中去。比如说戴锦华，她再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做过一些研究，写过一

些文章，后来她被介绍到美国去访学，人家说是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她问别

人，什么是文化研究，别人说，你做的这些就是文化研究。所有后来才自觉的

引进西方文化研究的资源。我觉得这种过程的意思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并不是

受到西方的一个理论热潮的召唤，而是自发地从本体的状况种产生了一种研究

的想法和方向。这一点我觉得似乎跟你描述的你们的 90 年代有一点相似。 

 

游：自觉或者不自觉也不一定是非黑則白的问题，通常会经历一个启蒙的过程 

。刚才你说到戴老师做的东西到了国外后，才知道原来叫文化研究，原来这个

东西很流行…… 

 

王：对，这也是她自己的描述。 

 

游：我们在香港，情况刚好倒过来。因为比较文学本來也是西方理论，在欧美

其实是文化研究的前身。因此反而是我们在正统的学科出来，受过一种欧美类

近文化研究的训练。比方说，我特别受到罗兰巴特，法国符号学的影响。其实

他们在欧美的脉络里头，從文本出发思考关于文化身份和文化政治的问题，那

种思考方法，正可以跟香港的被殖民背景接軌。当时我的老师都是英国人，不

少是剑桥、牛津逃出来的，现在回想，他们大概都有受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 

 

     然后我们好自然的，会去发掘这些方法在香港如何适用。我们可以说是

先学了方法，学习的时候都是用在蘇聯、德、英、法等的社会，慢慢地我们会

问，如果我们用这些方法在香港社会会怎样呢？那时候香港的教育制度，其实

现在也是，但是那个时候更明显，非常不鼓励自己的学生去思考自己的社会。

为甚麽呢？殖民的一个策略就是说，被殖民者不应去认同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文

化，你去仰慕与认同英国文化的超然就好了，全世界最好的文学是莎士比亚。

当时要思考香港是怎样的这种渴望本身已经是离经叛道的，不是一般年轻人有

条件做的事情。在看人家的同时，也看看这从来没有被看过的自己。在 80 年

代，这种视角的转移开始積聚了一些年轻人。 

 

王：过去看别人，现在看自己，是对于自己的文化政治的一种自我反思。那时

候一方面是有这样的知识方法和学术基础，一方面是时代有一种现实的契机。

两个方面使文化批评的方法被大家所熟悉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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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其实所有知识都是这样产生的。 

 

王：我看了你的简历，看到你后来的学习过程，觉得你的专业的跨越性很强，

有的写作者就是很专业，只在自己的研究文本内进行研究，很少涉及其它的元

素。所以你的各种专业学习，使我感觉你具有非常适合文化研究的一种视野。

比较一下大陆和香港？ 

 

游：每个地方的文化研究都不太一样，方法可能也不同；方法随着不同的文化

脉络所构筑与框限又需要不断作出调整。所謂跨越性也因人而異，只要不受知

识所限，勇于看到知识領域之间的关系，又有足够的耐性，反思细节之间的互

构关系。中国文化本来便是跨越性很强的知识系统。香港岭南文化研究系这些

人每个人做的都不太一样，我们坐在一起也许会吵架的，所以我很难说香港文

化研究是怎样的。简言之，我们重视脈絡化分析，强调教育作为文化實踐，積

極介入社会。 

 

王：谈谈您做独立电影的过程吧？ 

 

游：我的电影不卖钱，当然我很希望卖钱。 

 

我喜欢玩。香港读大学的时候，认得一帮拍摄录像的，有一个电影会叫火鸟电

影会，集合了一些喜欢拍实验电影的年轻人，后来他们有一些变成电影工业的

重要人物或影评人像吴宇森，石琪等，都是拍超 8开始。另一个叫录映太奇，

是火鸟的下一代。两个组织的活动那时候我都有参与。我跟录映太奇他们很熟

，1980 年代，我们开始拍录像带，那时候拍了一些小东西，我自己现在都不敢

看的了。用 V8。也许你都不知道。 

 

王：我知道 v8，但是 v8 只延续了很短的一个阶段。 

 

游：对。我们拍了不久就用了Hi8，高 8。也拍过 S-VHS。后来我就去了美国

。 

 

王：我想多问几句。就是说 v8 和 hi8。那时候大陆把 hi8 也翻译成超 8。就跟胶

片的超 8有点混淆。那时候，v8 和 hi8 阶段，在大陆那时候看来这种媒介手段

很不正式，所以很少有人用。 

 

游：越不正式的東西越有可能性。香港的好处就是……，不好大概也在这个方

面，没有很大的基金会，都是一些小的文化机构，很认真的在那里做一些事情

。80 年代，那时候民間的钱比较多。香港艺术中心，现在已经没钱做这些事情

了，但是那时候很活跃。德国领事馆的文化部，即歌德学院在香港推动录像艺



 

 5 

术，颇有影响力。因为录像艺术在德国很被看重。他们在香港推动德国文化的

方法之一，就是进口德国录像艺术。歌德和香港政府合作，请来德国的录像艺

术家，带香港的年轻艺术家在香港拍录像。 香港政府把它的历史资料，比如

以前拍的超 8，外国人来拍摄的东西，和一些旧新闻片段，开放给香港的年轻

艺术家做实践。 

     所以我们几个年轻作者刚刚起步开始的几部作品，是把香港新闻处的历

史资料进行重剪，这些东西本来是不开放的，本来是不可能的，可是因为有歌

德学院和香港艺术中心积极的中介和推动，所以我们才有机会。 

 

王：那时候你们的创作内容上主要是什么？您从来不自己拍，主要是用已有的

资料来编辑？ 

 

游：我们几个的作品好像很不同，我已不大记得。我有份參與的那一部，叫《

卡拉【超住（你的）】OK》，与黃志輝、鮑靄倫合作，他们都比我有视象创

作的经验，我们選擇了用卡拉OK录像的形式，有视象与歌詞的呈現但沒人

唱，把官方的历史资料重新剪接，如强调路上背着小孩的妇女回望西方镜头时

的那种锐利目光，是嘗試用普及文化的形式重写香港的历史。 

 80 年代末，香港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六四遊行。 

 

王：六四在香港的影像其实很独特，我听到一些台湾人和香港人谈这个事情的

时候，对他们震动很大。他们特别失望。我想知道这里面的原因。 

 

游：六四对香港人的影响很巨大，跟当时的香港社会脉络有关。80 年代雖然開

始中英谈判，但 80 年代的香港人大致上生活安逸，忙著享受经济繁榮的各種

好處。发生了八九六四，逼使香港人面对身份危機、未来的焦慮。香港人原来

要重新認識，中国的权力架构与它的云作模式，我们在 80 年代香港觉得理所

当然可以做的事情，比如以游行、示威、上街表达不满，原来在大陆，一点不

理所当然，手无寸铁也会触动到庞大的军力。这对香港人来讲，是一个如当头

棒喝般的精神冲击，加深了对未来的恐慌，对中国可能还有的一些希望也没了

。殖民政府终究要离去，但爱国情操又无处安放，香港人像被丢到一个黑洞

中，感到很委屈。 

 

王：你的片子。那天我们聊的时候，讲到香港目前有一些纪录片，所谓 80 年

代社会运动纪录片，他们的兴起是不是与你讲到的 80 年代的运动有关系。 

 

游：现在香港人还记得的，比较普及的社会运动，是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如

工人运动、中文运动、反貪等 。但打压得很严重，坐牢自杀的不少。这些社

会运动，有一个很相似的发展，香港政府在正统历史里头，会把这些過瀘掉或

讲成暴动。香港的所谓的社会运动，其实在香港并没有承传下来。所以香港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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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长大的小朋友，对这些大都没听说过，除非有人专门去找历史资料来看，

否则香港的教育里不会有这些东西。80 年代反而是大家觉得香港好得不得了，

大家都可以高高兴兴地去赚钱，想赚多少赚多少，比大陆和台湾都自由。很多

人以为香港经济发展得很好，文化先进，欧美的东西都有之类。 

     那时候香港人大都忘记了自己在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什么，自我感觉非常

良好。那时候香港的文艺青年，大都甘于安乐，可是这个安乐里包含了什么？

里面包含了巨大的暴力。香港人看起来都过的很好，可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文

化系统里缺了什么，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讲，看不到的？在文化上，开始有

少数文艺青年思考这个身份的问题，开始创作，开始在录像和文学和电影和文

化批评上思考这个问题。 

 这几年，又有一些青年人，被称为 80 后，在香港的街头上抗争。我们身

边很多人，一些做了爸爸妈妈或在安乐中长大的人会觉得，你们年轻人在搞屁

嘛！整天在街头上，什么都不做，保卫什么天星啊，皇后码头。其实年轻人的

传承，不是 80 年代，他们整天在说的是 60，70 年代，谁睡过这个地方， 谁站

过那个门口。他们的认同，是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 

 

王：他们怎么忽然获得了这种精神资源的接通？ 

 

游：他们自己去找啊。因为有一些东西，97 年之前不能谈的东西，在 97 年之

后比较可以谈了。可以因为历史的断裂，现在的 80 后和 90 后的年轻人，对六

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也只能靠想象。这都不是正统的教育机构里念过的东西，

很多是道听途说。会有一种政治神话。在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其实死的死，抓的抓，念佛的念佛。 

 

王：他们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应该也有学习的传统，有你们这些老师，营

造一个学习文化氛围。在学习中，有一个对权利的认识，对历史的认知，有积

累的。不知道是否真和教育没有一点关系。 

 

游：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要再过十年二十年才能回答。在学院里，我和新

同学谈香港历史的话，他们几乎一无所知，而香港的学院——其实哪里都差不

多吧——很保守。香港的学院里，教关于香港的历史，其实非常少。当然现在

有一些年轻人，所谓的在社会运动里比较活跃的年轻人，有一些是我们文化研

究系的学生。有人说我们影响力很大，但是我们系其实一年只培養 30 多个年

轻人出来，影响力很低。 

 

王：有没有比较活跃的，在这个领域里比较有影响力的学生。比较具有鼓动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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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有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很有号召性，也比起我们從前更能阔出去，謙虛与

團結。他们的思考方法，思考问题的方式，跟教育当然有点关系。但更大的关

系是社会和政治压力，与网络的训练。要是那个社会，这个政府，没有烂到一

定地步的话，年轻人是不会出来抗争的。 

 

王：这跟大陆的 80 后有点相似，以前也被文化批评家认为最没有政治意识，

但是后来因为房地产等原因的逼迫，最后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政治意识。 

 

游：是，香港也是这样。80 年代随便念一个中学笔业都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

作。现在是没有可能，辛苦一辈子也买不到一套房子。那种庞大的生活压力。 

 

王：你怎么看香港 80 后纪录片运动？他们是否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他们

与香港社会具有什么样的互动效果？同时作为一种电影活动，你如何评价他们

的质量和位置？ 

 

游：他们见证了当代媒体的民主化，挑战主流媒体的封闭与既定权力架构，作

为号召、组織、抗争工具，又同时反思再现，协助重构弱势话语权。在香港独

立创作資源很有限，运动是刚起步。 

 

王：你 90 年代去了美国？念了戏剧。 

 

游：我念了很多不同东西，在加州大学念过戏剧，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念媒体

研究。纽约社会研究新校着重用社会性角度去念电影，纪录片尤其强。我也对

创作很感兴趣。念硕士的时候同时在紐約惠尼藝術館獨立研讀課程念艺术创作

。这两个东西同时念完了后，就留在美国。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加州大

学视觉艺术系，教电影理论和录像创作。然后在美国中部也呆了两年，觉得很

闷。在密歇根大学，其实那在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公立大学。那时候我觉得，我

要花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去教美国的精英，可能很多人会很高兴的这样过一辈

子。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学校也不缺我一个，这些小朋友们进了学校其实也不

用多教，大家都会出来做满有用的人，前途光明。那时候香港经历 97。我就做

了一个决定，我如果回来香港做点事的话，影响到的人可能比美国大很多。我

1998 年离开美国。我在香港最能做的事情，是教书吧。要教书的话，可能要念

博士吧。那时候我在美国差不多已经十年，那就去欧洲念个博士吧。 

     于是就去了英国。那时候倫敦大学给了我很好的奖学金，也让我教书赚

生活费。1997 年，我拍了一部关于香港回流的纪录片，叫《耳仔痛》，九十分

钟。香港从 1984 年中英签订联合声明到 1997，约有一百萬人移了民，1997 時
有一些回流。但是大部分没有回来，他们流落在世界各地，我跑到加拿大、美

国、台湾，去找这些人。这部纪录片拍摄出来，1997 年 7 月 1 号在香港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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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一些朋友看到了，问我有没有兴趣拍剧情片？其实那时候我没有拍过剧

情片，在美国拍的都是纪录片，也有一些短的实验片，在国际拿了一些奖。 

   那个时候想拍剧情片，于是试试看写申请书，艺术发展局就批了。其实给

了非常少的钱，三十几万港币。在香港也许从没有这么少钱拍出来的剧情长片

。 

 

王：这个就是《好郁》，那是哪年？ 

 

游：是 02 年拍摄完。97 年拍摄完《耳仔痛》，1999 年开始拍《好郁》，同时

在念博士，2002 年剪完。那时候钱真是很少，而且还是 35 毫米胶卷的拷贝。

工作人员全部都没有拿钱，所有的包括很多景点，都是偷拍的，被赶的一塌糊

涂，有的被赶了一个晚上。 

 

王：香港录影力量和录影太奇，都是获得了政府的资助吗？ 

 

游：之后才是，之前不是。《好郁》，《耳仔痛》也有受资助。香港艺术发展

局是在 1995 年才成立的 。 

 

王：支持基金的人应该并不是很官方的。 

 

游：审批员有的价值观很主流有的不是，香港艺术发展局是官方机构。掌权的

也许从前不是很官方，现在也越来越官方了。 

 

王：我们在大陆，经常羡慕一些资本主义社会，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出

钱来骂自己的政府。这有事实的成分，但是也有我们的想象的成分。 

 

游：没错。在香港，很多艺术青年，会羡慕“前社会主义”国家，看起来都很

休闲，找义工比较容易。像我们资本主义社会，大家都很忙，你找义工，他们

会马上问你，多少钱一个小时？现在香港不少年輕艺术家朋友都溜到北京, 觉

得在北京过得快活些。 

 

王：你们的学生在干什么？他们难道也忙着赚钱吗？ 

 

游：他们在忙着缴房租。他们得生活。学校住宿跟在外头都很贵。我们的学校

不太受保护，学费很贵，交通也很贵。他们很多都去做工，有的业余教学，香

港孩子读书很不容易。我看到的是，家庭不富贵的会念的好一些。他们念书认

真，因为得来不易，知道自己在干嘛。 

 

王：再说《好郁》，这个是你的第一个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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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好郁》是我的第一个剧情长片，《耳仔痛》是我第一个纪录长片。 

 

王：你做的电影在香港是如何传播的？比如说《耳仔痛》首映，都是怎样的组

织形式？ 

 

游：《耳仔痛》是在香港艺术中心首映。那时候还没有百老汇。香港艺术中心

是在 80 年代比较活跃的一个独立的艺术机构，在湾仔 。 

 

王：这个电影在香港，观众多吗？ 

 

游：不会很多的，观众有一些，因为在香港，纪录片基本上是没有人看的。但

是《耳仔痛》有一点点观众，是因为它刚好时机对了。那时候是九七，这个电

影也是关于九七的事情。那时候我是一个你们说的“海归”，如果我那时候住

在香港，我想我是不会拍的，因为在九七之前，香港人的压力特别大，每个人

都不愿意谈九七，要是住在香港的话，最后一个谈话的话题才是九七。记得王

家卫那时候拍《春光乍泄》，为什么要到阿根廷拍？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

呆在香港，要到离香港最远的地方才可呼吸 。 

      我那时候离开香港 10 年了，所以对九七还有点兴趣。所以拍出了这个

片子出来。你可以看到，关于香港九七，并沒有很多片子出来。纪录片更少。 

 

王：陈果有一些作品，是关于九七的。比如《去年烟花特别多》。 

 

游：《去年烟花特别多》是98年底出来的，陈果的第一部《香港制造》，在

1997年上映，我认为影响比较大。香港制造的监制與出品人是刘德华，但陈果

一人包辦编导剪，成本也算低，算是半獨立的制作，对我们启发较大。 

 

王：是有一些流行元素在里面。《耳仔痛》在大学里有没有放映和发行？ 

 

游：在不少大学里都放过，尤其在北美。我九十年代来回美国与香港，我上次

给你的网络链接，是两个专门作录像艺术发行的机构，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

纽约，他们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发行。他们的发行方法是挑人，不是挑作品，所

以给我的自由很大，我有什么东西就可以交给他们发行，然后他们再发行到全

世界。他们的问题是价格都订得很贵。我是一个不太管发行的人。 

     最近这两部，《坏孩子》是香港做独立电影发行的叫影意志在发行。我

这几个月都在弄《坏孩子》的DVD版本。《好郁》在香港、北美、欧洲都有

商业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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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好郁》是不是在院线放过？ 

 

游：在院线放过。好像是在百老汇放过两个礼拜。是 2003 年吧。现在不行了。 

那时候电影观众比较多，市场包容性比较高，百老汇那时候比较大胆，电影类

形比较多元。现在没人看电影了，让观众进场很难。 

 

王：大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游：大胆的意思是，你已经赚够了。所以敢冒险。《好郁》票房还不错。所以

能卖到商业发行。投资没赚回来。我们是卖断的。《好郁》是政府给了 30 几

万，我自己贴了 30 几万，为了去弄 35mm的拷贝，一直没赚回来。转胶片與

拷贝都是在瑞士做的，那时很贵。 

 

王：《好郁》的片名是什么意思？我们一直认为是很郁闷的意思。你谈一下这

个片子的构思好吗？看这个片子我是觉得有点像王家卫。是比较风格化的。把

香港拍得比较破败，若以写实的角度来看，是失真的。但也许不能这么来看，

你在电影中建立的这些形象应该是香港在你心目中的表现，是你的一个评价。 

 

游：对。《好郁》是广东话，是说一个东西动的很厉害。1997 是必然的反高潮

加上金融風暴，形成一个從恐惧到绝望的过程 。我刚从国外回来， 强烈的感

觉到香港是一个几乎活不下去的地方。（当然我不但活下来，还已经十几年

了，也没再要出走的計劃。）当时我看到的香港是科技看来很发达，可是我们

只是科技的消费者或受害者，身处第三世界，整天想象自己是第一世界，为了

支撐這種錯認，只能用我们很辛苦赚来的钱，去买第一世界最低階的科技。这

些科技完全霸占了香港人表達與互相沟通的空间。 

 

王：1999 年前后是电脑和手机大量普及的时候，这一点似乎跟大陆很相似。 

 

游：在香港这个地方，要赶上一种潮流，赶得比西方还快，跟自己的需要完全

脱勾，因为他要靠赶潮流来显现自己的品味和先进，这是根深蒂固的被殖民处

境。 科技消费不单大大改变了人际沟通的方式与内容，它也加剧了贫富之间

的差距。很多活在社会边缘、来自草根的年轻人与老年人，便更加是受科技主

宰而没控制科技的权利。 

      所以你看《好郁》里头，三个女生，中产阶级的那个可以勉强用科技来

满足欲望，另外一个在天天卖手机，可是她是连一个基本生存空间都没有办法

有的人。她是住在电影院里头。那时候香港已经没有人看电影了，很多影院荒

废出来。可是很多人没地方住。香港空间好宝贝，那影院是否可以让人住呢？

我回到香港时，这里是一个空气差到不行的地方，我走在中环，好像无法呼吸

。所以我觉得这样下去，大家不如都戴上口罩吧。在《好郁》里，很多人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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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我拍摄时是 1999 年，戴着口罩上街好像是天荒夜谈。《好郁》完成是

2002 年，上片后不久就爆发了 SARS。很多人就真的戴上了口罩走來走去。电

影真像寓言。在拍摄跟踪那一场，我们选择以天星码头、郵局旁的水池、立法

会大楼等為背景，這些在過去幾年間都被快速消滅。电影十年后，开始有年轻

人为这些空间的被消滅而抗爭。    

   《好郁》其实在思考香港的改变，一个变得很快的地方，很多好像值得保

留的东西极速消失，很多大家在追赶的事情，不晓得意义在哪里。香港也是一

个很多人追梦的地方，《好郁》里还有一个从大陆来的性工作者，来香港赚了

很快的钱，梦想回去可以盖房子。她看来最知道自己要甚麽。同时住在香港的

很多人没法盖自己的房子，没办法找一个安心的地方。《好郁》里的主角陈国

产和她妈住的地方，其实在香港是一种很典型的，很多人都住的地方，就是我

们的公屋，很小的地方。其实在 70 年代的香港，有一半的人住在这样的空间

。我也是公屋大的，那时候我住在深水埗。 

       现在很多所谓的中产阶级，40 多岁的人，其实都是在公屋长大的，可

能是在 60、70 年代住公屋，在 80 年代，通过读书、炒楼炒股，变成中产阶级

。但是 90 年代住公屋的人，可能一辈子都要住在公屋，像陈国产和她妈。 

 

王：是的。现在的阶级普遍的比较凝固了，跟大陆一样。穷人的孩子将永远穷

下去。 

 

游：我们的阶级现在没办法流动。年轻人没有希望，没法脱贫。我们都是加工

厂，是跨国企业全球化的世界，用我们的血汗工厂为他们赚钱，我们再用我们

非常辛苦赚来的钱，用几十倍的价钱去买回我们自己做的电脑电话。 

 

王：这一点与大陆就有所不同。如果说香港的阶级不流动是因为这种埋藏在经

济全球化里的不公平的分工模式，那么大陆的阶层不流动，则来自于权利和贪

腐。 

 

游：但是大家一样没法活。我们的全球化剥削也不全是来自老外，现在大陆的

有钱人在这里炒楼炒得最厉害。 他们拿很多现金来香港购物，买楼的能力，

完全超过了香港人的水平，把香港楼市提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王：刚才说到，1999 年你对香港的感受是那样的，这些感受就都发挥在了《好

郁》里。 

 

游：我就拍了一个非常破烂的香港。《好郁》拍完了后，一个影评人吓坏了，

说怎么把香港拍成那样子。10 年以后，现在的香港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很多

年轻人现在也看到一个没有出路的香港。拍电影就是这点好玩，你不用去抓现

实，电影拍完放着，现实会去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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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你拍摄片子的演员哪里来？ 

 

游：街上面。陈国产是我一个学生，九十年代中我在香港艺术艺术中心做了一

个小小的工作坊，她来学拍电影。她从来没有演过戏。演 Zero 的那个小黑，

是在酒吧认识的。我问她，很有型，要不要演戏？她也从来没有演过戏，后来

因为《好郁》提名了台湾金马奖的最佳新人。那一年她没有得，据说差一票，

得的是演《男人四十》的林嘉欣。 

    跨国企业的那个，是剧场演员，最近过世了。主要是演过这部电影。她是

从英国回流的。其他大部分都是业余的。除了演陈国产妈的肥妈瑪俐亞，是葡

萄牙混血兒，在香港是很有名的歌手与电视演员。 

 

王：你的电影有一种很混杂的感觉。还有人说，这与 97 年的身份有关。他们

的解读你是否接受？ 

 

游：我觉得谁的解读都可以。《好郁》是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通常第一部的

问题是东西太多，你一辈子的东西都想放进去。是很浓缩的东西。想讲的东西

很多。 

 

王：还有性别的考虑在里面。 

 

游：要谈贫富差距必须谈性别。被逼在社会边缘活的总会是非主流的性别与性

向，这也是港片最弱的。你看香港电影男生角色都很棒，很多类型，包括喜剧

、警匪片、武打片等，都有不同种类的男生。可是女生角色通常都写得很表面

，在香港电影里很难看到多元一点的女生，花瓶的比较多。所以我的电影里就

设置了很多不同的女生，有老中青不同年紀的女性，不同階層、性向、认同、

欲望，也有不同的类型的性工作者。 

 

王：《坏孩子》为什么要三个地方同时拍呢？三个地方的拍摄形成了一个什么

关系？ 

 

游：这个问题比较好。其实是机缘巧合。2002 年我先是去澳门少年感化院做錄

像工作坊，还没想到要拍，去那里是做义工，遇到那些小朋友，被他们感动，

他们的作品那么有创意，让我很受震动。回来想要去做其他地方的。然后到北

海道札幌市当駐市藝術家，我便提出要在當地一間教導所做工作坊，與院內少

女共同創作。2004 年夏天回到香港後，我開始接洽香港幾所少年感化院，希望

能做類似的創作坊。我在日本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在看到一个地方小朋友的作

品时，好像在跟之前的地方的小朋友在对话，又可以成为下一个地方作品的前

奏。一个地方的小朋友做了作品，可以让我带给其他地方的小朋友看，我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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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这种对话的中介。他们觉得，我们虽然都没有出过国，不知道澳门在哪里

，香港在哪里，但是他们用身体的方式，用自己的庞大的孤独、不安来说话，

这些语言原来是彼此可以听懂，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在世界上不是孤独的。在这

种监狱里头，整天让他们觉得很孤立，这种孤立无援，其实是很有破坏性的。

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未来，没有朋友，没有逃逸的出口，所以当他们看到在一个

不同的地方，有一个人和我很像，他会觉得自己的生命还有意义，还有希望。 

     后来我又觉得，在我们东亚洲，即便你在日本，或者澳门，香港，即便

你讲不一样的语言，原来我们的流行文化是非常一样的。他们交往的方法，他

们喜欢的歌星，看的电影、电视剧，都是差不多的。于是他们就发现，原来我

在这里唱一首歌，在日本，同一首歌有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唱，这好像成为小朋

友们之间沟通的一种语言。这些语言形成一种属于年青人的国度，有自己的邏

輯与感情结构。 

 

王：你拍摄的时候，三个国家的孩子群体一直是没有交叉的，就是说，他们没

有聚在一起过？ 

 

游：没有，都是单独的。但是透过我这个媒体，他们碰到了一起。 

 

王：他们彼此看到后有什么反响吗？ 

 

游：不晓得。我还在等。这个片子在香港、台湾和大陆放了，还没有出过国。

所以我这个片子要在 10 月去柏林，在欧洲首映。日本还没放。 

 

王：你这个片子谁给钱？ 

 

游：没有钱。唯一一个是日本基金会提供了住的地方，器材都是我带去的。在

日本呆了三个月。 

 

王：电影里有很多流行歌的镜头。 

 

游：我和这些小朋友互动时发现，流行文化就是他们的语言。这是我跟他们沟

通的方法，也是他们表达自己的方法，也是他们互相沟通的方法，他们应对世

界的方法。成人总觉得这些流行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伤害，要教坏他们

，可是我透过这个案子，发觉这就是他们的语言，流行文化让他们觉得最放鬆

、最自由。当他们不开心的时候，他们会唱一首流行歌来表达。 

 

王：这些东西关怀到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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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这些歌还是他们学习和思考的方法，通过看mv、上网，听流行音乐。我

们用我们的标准去量估他们，觉得他们永远是错的。 

 

王：你在影片中并没有批判的意思。 

 

游：流行文化可以有很多种运用的方法。有时候它帮助了表达，有时候它帮助

了他们思考，有时候让他们重新创作。他们很厉害，你看他们把很多流行歌的

歌词都改了，调子一样，但是歌词是自己的。在讲话的时候，他们在演刘德华

和谢霆锋。他们在恶搞，但是恶搞也可以是一种批判社会的方法。流行文化從

來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接收。 

 

王：你看，文化研究的视野可以丰富你的创作，丰富你观看世界的角度。 

 

游：这是一定的。我的文化研究影响了我的创作，同时我的创作，也丰富了我

的知识。因为我不是一个仅仅在学校里面对书本的人，我会面对不同的群体，

包括我接触的电影的工作人员，其实都在丰富我的学识。 

 

王：香港的独立电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何获得媒介的评论，和市民发生

的关系多吗？ 

 

游：那要看你怎么界定香港的独立电影。现在香港处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刻，

因为现在拍独立电影真的很容易，如果你觉得用 iphone 拍摄后，发在 youtube

上发表的也是独立电影的话。很多小朋友没有資源念大学或念电影，但是他可

以拍独立电影，可以放在网路上并且接触不同的人。我们的网路也相对没有管

控，真的可以接触到很多世界上不同种类的人。不过越来越多成人看不顺眼，

要加强管控。 

 

王：香港有很多这样的网站吗？这个群体大吗？ 

 

游：他们很多都上 youtube。我看到不少香港的独立电影都是在 youtube 上看的

，有一些是动画。現在年青人真的很厉害，可以不用对人，只要在床边对着电

脑就可以创作电影。 

 

王：他们创作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是好玩的？还是社会运动的？ 

 

游：都有。 

 

王：香港媒体有没有一个关注独立电影的氛围？独立电影作者是否也形成了一

个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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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香港文化的特色是比较没有圈子。比较单打独斗，但是我觉得网路对香港

文化的影响很大，因为他比较允许很多的单打独斗。很多人单独奋斗也可以很

短的时间内被看到。香港拍东西的人超多，有拍社会运动的，有拍动画的。不

一定是一个群体。有一些是群体。不是群体的也很多。比如说社会运动，以前

你要做一个抗争的行动，在某个政府高官面前，举一个牌子，你可能号召半天

都找不到 50 人去参加。但是现在你用 iphone, 号召几个小时，可以有几千人参

加。 

 

王：我想知道评论这一块。 

 

游：对，评论在香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香港现在创作比较易，不需要很多

資源都可以拍片。但缺乏评论。香港是在华人地区中最缺乏评论的。 

 

王：是因为没有媒体空间吗？ 

 

游：没有建立论述的資源和氛围。 

 

王：你们之前还有一些诗社和文学社，他们现在呢？ 

 

游：现在大家都很忙，忙着去赚钱生活。我们在经历晚期殖民主义，生存空间

太少，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没有好好的去训练独立思考的空间。所以大家若真的

有很大的不满，会用社会运动或创作去表達，这些会用尽你所有的力气。谁有

空还去评论人家的创作，真的很难。而且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谁都认得谁

，又充滿自恨，最看不起自己人。 

 

王：学校里有文化研究的学者关注这些吧？ 

 

游：我们会做一些。可是针对文本的比较少 。针对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的脉

络比较多。你翻开报纸，会发现很多针对政治脉络的评论。针对文本的评论就

比较缺。而且文化研究在香港影响很低，文化研究在岭南大学就一个系，在香

港中文大学有半个系，整个香港就一个半的系。一年都没有一百个学生。我们

的学生水平保持得算不错，但是宽广度上来说很低。有关注文本的学生，但是

也很少。 

 

王：大学教授有没有电视台上经常露面，介绍和评价本地的独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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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比较少，我们有一些会肯去媒体，或在电台做节目，但是通常评论社会脉

络，不讲文本。老实说，在香港消费文本的人也不多，看电影的人口越来越少

，看书的更少。你看现在香港电影主要卖大陆。 

 

王：到了大陆就被同化掉了。 

 

游：当然。香港电影常有香港版和大陆版。 

 

王：现在通常也不做两个版了，觉得太费事。这就更糟糕了。过去很多香港的

非常好的电影。但是现在我们看香港导演的作品，已经不大能够分的出是香港

导演的作品了。 

 

游：也是为了生存，现在香港很多电影人都改行了。其实这几十年，香港电影

工业里面养了很多很厉害的技术人员。现在他们都没有办法生存了。《好郁》

里的摄影、灯光、化妆，都是电影工业里的老一代。可是我拍的时候，他们已

经没有办法再继续赚钱了。包括帮我拍戏差点得奖的小黑，拍完了也没法在电

影业里工作了。 

 

王：在大陆 80 年代末，电影大工业没落了。90 年代初独立电影起来了。香港

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改变？ 

 

游：我想也是这样。哪里都是这样。都是商业电影不流行的时候，通常艺术和

独立电影就起来了。其实在 70 年代，那时候很多人在用超 8拍独立电影。到

了 80 年代商业电影盛行，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就很难生存，工作人员都跑到

商业电影里工作。97 以后，我回来拍《好郁》的时候突然发现，香港又好像可

以拍独立电影了，因为那时候香港电影工业开始有危机了。 

       现在的香港呢，我觉得独立创作非常红火，很多小朋友在拍片。以前

很多在商业电影周边的专业，比如做剪辑、音效等的小公司，现在光接工业的

生意不够。所以就可以跟他们谈一些较便宜的收费。比如《坏孩子》的电脑输

出拷贝，价格不高但素很好。现在做的成本远远低于十年前，一方面做独立电

影的人多了，另方面制作公司光做商业电影的生意不够，必须收费便宜一点来

吸引独立电影的生意，但是做出来的画質是商业电影的画質。这樣独立电影也

可用到很好的器材，就是找义工很难。 

 

王：义工是独立电影制作的一个很必要的条件。 

 

游：没错。 


